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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作家伍尔夫认为,女人要想真正获得独立,必须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在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
女主人公谢库瑞是一个没有自己“房间”的女性,她一直在努力寻找构建自己的“房间”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她
却无法与“他者”的“房间”达成和谐的沟通。 帕慕克从女性的“房间”以及女性生存空间问题去观照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

异与共存问题,用谢库瑞这一形象隐喻在东西方的对话空间中失去了自我空间的土耳其。 他以谢库瑞这一形象思考不同

文化的生存空间、东西方文化间二元对立的消解以及建构“杂合”的理想世界等问题。
关键词:帕慕克;“房间”;空间;谢库瑞;文化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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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一个女人要写小说,就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

的房间。”(Woolf:2001:6)这间“房间”不仅是物质上的存在,更象征精神上的自由;同时,“一间自己的房间”
也意味着女性在其他多个“房间”之外能够与男性平等而又自由地生存的可能性。 所以,拥有“一间自己的

房间”,不仅是指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活着,而且还表示有尊严地活着。 在现代文化语境中,“房间”
成了主体“空间”的隐喻,它不仅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概念,同时也是解构主义、特别是后殖民主义解读

“话语”和“失语”的重要概念。 “房间”意味着世界上各个维度之中各种力量的生存空间,也意味着一种理

想的平等、对话与和谐共存。
因此,各种力量在共同的生存空间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在守护好自己“房间”的同时,通过对话、沟通以

实现对空间格局的合理分配,就成为解决各种力量冲突的关键性因素。 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以下简

称《红》)中塑造了一个失去而又努力建构自己房间的人物谢库瑞。 从女性的“房间”以及女性生存空间问题

观照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共存问题,使谢库瑞这一形象具有了强烈的隐喻色彩,这是解读这一形象的

意义所在,也反映了作者帕慕克的文化观。

1　 “房间”、空间和谢库瑞形象的隐喻

小说中的谢库瑞是没有自己的房间的,因此,她的整个生活空间被限制,这也正是土耳其在世俗化改革

之前的历史境遇的写照。
谢库瑞虽然贵为土耳其上层妇女,但丈夫失踪多年、生死未卜,她变成寡妇:“两年后,我慢慢习惯了他

不在身边。 直到后来我才发觉,原来整个伊斯坦布尔有那么多的女人和我一样,丈夫出外打仗都失踪了,这
时,我才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夜里,躺在我们的床上,我们这些女人只能紧紧搂着孩子一块儿哭。”(帕慕

克,2006:52)她只能和年迈的父亲住在一起,但是她没有伍尔夫所说的每年“五百英镑”的收入,而是主要依

赖父亲———“姨父大人”来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 所以,在家庭中,她注定成为一个依赖别人的“房间”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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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人。 根据当时的法律和哈乃斐学派①的教义,她都没有离婚或者再婚的权利(帕慕克,
 

2006:106)。 甚

至她的父亲也以父女亲情为由阻碍她追寻婚姻自由。 当她说想“尽快嫁人”的时候,父亲立马表示惊诧:
“‘什么?’父亲说。 ‘嫁给谁? 可是你已经结婚了啊。 这种念头是哪儿来的?’”当她父亲不能从道理上说服

她的时候,又打起了感情牌:“你打算带着孩子离开,让你老迈的父亲孤身一人吗?”“我不要你离开我。 有一

天你的丈夫会回来。 即使他不回来,你已婚的身份也没有什么坏处———只要你与你的父亲一起住在这个家

里。”
 

(帕慕克,2006:107)看上去,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留恋,但其中却隐含着一种权力关系,即对谢库瑞

个人空间的限制。
谢库瑞不能再婚,还要忍受她小叔无休止的骚扰:“哈桑,丈夫的单身汉弟弟……开始计划争夺‘一家之

主’的地位。 某个冬天,因为害怕付不出房租,他们匆匆忙忙把负责家务杂工的女奴带去奴隶市场卖了,从
此要我接手厨房的活儿、洗衣服,甚至还要我上市集采买……我咽下自尊,干起了所有的活。 然而,如今当

小叔子哈桑夜里不再有女奴可以带进房后,他开始试图闯进我的房门。”
 

(帕慕克,2006:52-53)在哈桑的眼

里,她成了最廉价的生育工具、奴仆和洗衣工,这正是那个时代的女性生存状况,在一种封闭的文化结构中,
女性生存空间被最大限度地压缩。 在家庭中,谢库瑞被男权、父权、族权等各种力量压制,失去了本应属于

她的主体空间。 家庭关系中如此,社会关系也是如此。 在她所生活的奥斯曼帝国时代,她没有权力选择自

己所从事的行业,在那个奉行女性隔离制度②的时代,谢库瑞甚至不能自由地出门。 她维系和男主人公黑之

间的感情也主要靠犹太女商人艾斯特来传递信息(高华,2018:6)。
由此可见,在 16 世纪的奥斯曼帝国,谢库瑞是一个典型的“他者”。 有的研究者认为谢库瑞是一个逆来

顺受的传统妇女③,也有的学者认为谢库瑞已经具有了女性自我“精神得救的前兆”④,国外研究者从女性主

义角度分析,进一步指出谢库瑞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和新时代特征的女性,并认为《红》是一部具有女

权主义倾向的小说(Arjomandi
 

et
 

al. ,2015:
 

108-116)。 以上解读观点各异,恰好说明谢库瑞形象的复杂性和

多面性,也表明这一形象具有多种解读可能。 但我们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理解谢库瑞这个形象的时

候,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即帕慕克并不是具有自觉女性主义观念的作家,而且小说《红》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

非常明显。 小说中以男性为主导、女性为附属的性爱描写以及用“笔”和“墨水瓶”对男女生殖器官的隐喻等

都带有明显的男权主义色彩。 因此,无论给谢库瑞这个形象以什么样的性别定位,在笔者看来都是批评者

的主观阐释,而不是作家本人的创作意图。 还有的研究者从苏菲神秘主义哲学出发,认为谢库瑞象征着一

个虔诚的朝圣者心中真主安拉式的存在,黑对谢库瑞的苦苦追求,是一种“恋之奴仆”式的“朝圣之旅”的修

行,是通往“神人合一”的必由之路⑤。 这样的思考也自有道理,但在这样一个追求与被追求的模式中,女性

形象仍然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女性个体的自我意志并没有被凸显出来。 我们应当注意到,在《红》中谢库

瑞虽然没有“自己的房间”,但是她一直试图利用别人的“房间”建构属于“自己的房间”,借助各种力量探寻

自己的幸福之途,因而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主导自我命运的意愿。 所以说,谢库瑞不仅是爱恋故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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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哈乃斐学派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其余三大学派分别是马立克学派、罕百里学派、沙斐仪学派。 哈乃斐学派又称“意见

派”或者“理智派”。

 

隔离制度:在波斯语里通常被称为 Pudah,来自波斯语 Parda,即面纱(Veil)。 除了面纱、长袍等服饰隔离以外,还有家庭建筑隔离。 传统

的家庭建筑结构是男女分开,在富裕家庭住宅里,妇女的住所是一个被分开的部分,通常位于楼上。 富裕家庭的房屋通常有一个内院或

小后院,妇女能在那儿散步或闲坐,不会被非家庭成员看到。 住宅有专供女客人出入妇女区的门和走廊,防止她们在相互参观拜访时与

男人相遇。 富裕家庭为了使妇女保持幽居的生活方式,即使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亦不鼓励妇女外出接受教育。 公元 10 世纪,法蒂

玛王朝的统治者哈基木执行严格的社会分层措施,他不许妇女外出,她们不能逛市场。 15 世纪以后,奥斯曼政权把伊斯兰教法作为全体

社区的司法乃至行政管理体系加以推广,妇女被排除在正规教育制度之外,也被排除在法律和政治之外。 参见伍庆玲. 现代中东妇女问

题.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49-53.
关于这部分观点可参见张虎.

 

奥尔罕·帕慕克研究. 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65-66.
关于这部分观点可参见陆建德.

 

意识形态的颜色———评《我的名字叫红》 (上). 书城,2007(5):
 

9;意识形态的颜色———评《我的名字叫

红》(下). 书城,2007(6):67-69
 

 

关于这部分观点可参见张虎.
 

2011. “恋之奴仆”与“纯粹之爱”———帕慕克爱情叙事的苏非神秘主义原型结构.
 

外国文学研究(1):128-
136;

 

张虎. 2014.
 

帕慕克,土耳其的灵魂与爱情叙事. 当代外语研究(8):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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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中被追逐的对象,更是努力改变和主宰自己命运的实践者。 或者说,作家并不是要把她写成性别结构中

的某个女性,而是要强调她的抽象主体地位,强调她对传统桎梏的突破精神以及带有现代色彩的理性主义

光辉。
帕慕克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他为了探寻现代土耳其的文化出路殚精竭虑、甚至屡遭死亡威胁而仍

然对土耳其深抱希望。 他坚持用土耳其语写作,他始终把他的创作和土耳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说“我只

为土耳其人写作。”(帕慕克,2011:52)“首先,我生来是一个土耳其人。 我对这一点感到高兴。”
 

(帕慕克,
2011:441)可以这样认为,他的全部写作都是在为尴尬的现代土耳其寻找文化出路。 他一方面深受土耳其传

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典型的西化家庭教育又使他的思想中带有强烈的否定意识。 这种矛盾性在小说

《红》中则表现为,谢库瑞既是伊斯兰传统文化的表征性存在,又带有近现代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印迹。 因

此,她是土耳其民族性的一种隐喻。 帕慕克之所以要强调谢库瑞的主体存在,就是隐喻土耳其在传统与现

代、东方与西方等二元对立文化中寻找独立生存空间的可能性。 所以,帕慕克在《红》中建构的谢库瑞“自己

的房间”,也是他为土耳其寻找的可能的生存空间,这隐含着他对土耳其未来文化出路的严肃思考。

2　 “房间”内的坚守和空间上的超越:西方理性主义道路的探索

谢库瑞没有自己的“房间”,但不意味着她没有自己的坚守,或许正是在一个被限制的空间中,她的坚守

才更有意义。 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样的坚守才使具有高度文化寓意的谢库瑞获得自我身份。 帕慕克借助这

一形象表达了他对土耳其民族身份的认同,同时又用谢库瑞带有西方理性主义的精神特质来隐喻土耳其在

近现代历史上确立自我空间并获取西方世界认同的努力。
在《红》中,谢库瑞的爱情发生在 1591 年的奥斯曼帝国时代,如前所述,奥斯曼时代对女性有着严格的

隔离制度,她们大都是长袍加身,黑纱遮面,对于她们来说,美貌是最不必要的一项品质。 但谢库瑞一出场

就先夸了自己的美貌:“当时,我是美丽绝伦的少女,任何一个男人,就算隔得远远的,或者透过拉开的帘幕

或微启的门,甚至隔着我脸上层层的头纱,只要瞥一眼,都会立刻迷恋上我。”(帕慕克,2006:47)小说还在很

多地方通过黑、犹太女商人艾斯特、小叔哈桑等人的眼睛看到了她的美,并毫不吝啬地加以赞美。 此外,谢
库瑞绝不是逆来顺受的感情的奴仆,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她具有足够的理性,而这正是她确立主体价值的

标志。 谢库瑞牢牢地掌握着爱情的主动权,她在黑和哈桑之间左顾右盼,目的是在权衡利弊后寻找更好的

归宿。 她丝毫不避讳自己对爱情和性的向往,她让艾斯特同时游走于黑和哈桑之间为自己传情送信,“我打

开了哈桑的信……接着我看了黑的信……我忽然想到:那些夜晚如果我投入哈桑的怀抱,和他做爱,除了安

拉之外,不会有半个人察觉”(帕慕克,2006:104)。 在面对家庭变故的时候,谢库瑞也完全没有一般女子的

柔弱,她沉着、冷静、从容不迫地面对父亲被杀的血腥场景,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把周围的人玩弄于股掌

之中:她有步骤地让世人知道父亲被杀,有条件地把自己嫁给了黑,在哈桑家有目的地设计了由谁去为黑开

门的插曲,以便以后不受控于黑———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理性甚至冷血、充满独立意识的谢库瑞。
这一点在小说中可以通过黑的观察得到印证:“她居然能够尖叫得好像她父亲真的是意外地刚刚去世,如此

不可思议地虚假。 我觉得自己好像根本不认识谢库瑞,好像她被一个陌生的邪灵附身。”
 

(帕慕克,2006:
269-270)但是黑仍然喜欢她。 在此,忠贞不渝的爱情在帕慕克的笔下被一种有条件的婚姻交易取代,爱情的

神圣性被消解,图求生存的理性法则成为谢库瑞的安身立命之本。 但也正因为此,帕慕克在谢库瑞身上展

现了一个充满独立意识、坚韧而理性的主体人格。
帕慕克曾经说过:“谢库瑞身上还有些我母亲的影子,她与我母亲同名……这是一个强硬而又有统治欲

的女性,非常清楚她在做什么。”
 

(帕慕克,2011:310)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这部作家的自传

性作品中,第 2 章“幽暗博物馆内的照片”,第 3 章“我”,第 8 章“母亲、父亲和各种消失的事物”,第 37 章“和
母亲的对话”等很多处都写到了帕慕克对母亲的情感依赖和崇拜。 帕慕克的母亲谢库瑞(Şeküre)出身名

门,其家族产业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她的父亲曾在德国学习法律,是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教授,家族其他成员

也都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 在帕慕克的心目中,如他母亲这样的人才是土耳其理想的女性,帕慕克以自己

·16·



　 外国语文 2020 年第 4 期　

的母亲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谢库瑞,她智慧、理性,充满力量并拥有自主意识,显示独特的

文化个性。 帕慕克从小接受的也是典型的西式教育。 他说过:“作为共和国家庭里的一个孩子,过着 N 个层

面上效仿西方笛卡尔式理性主义的生活。 理性居于我存在的中心。”
 

(帕慕克,2011:301-302)理性主义教育

使他更清醒地意识到本民族的封闭性———一种被限制的空间,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越是在这种境况之下,对
自我的坚守才更有价值,因为放弃了自我的主体地位,就谈不上走出这个被限制的“房间”。 所以他也说:
“我是真正的伊斯坦布尔人”(吴永熹),“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

了今天的我”
 

(帕慕克,2007:5)。
“房间”内的坚守并不是最终目的,帕慕克的基本理念还是要走出“房间”。 谢库瑞这一形象之所以成为

他的一种理想,就是因为她有着更强烈的走出“房间”的欲望,而这一点也许是诸多男性形象身上所缺乏的。
帕慕克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红》中的黑、《黑书》中的卡利普、《新人生》中的奥斯曼、《雪》中的卡等———
这些传统的“恋之奴仆”探索真理的路途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或陷入恐怖威胁差点丧命、或丧失自我、
或车祸意外丧生、或被暴力暗杀等。 帕慕克以此试图说明,对传统文化形而上的无上信仰终究不是他们要

探索的世界的意义,更不是他要寻找的济世之路。 在《红》中,作为帕慕克理想形象的谢库瑞没有成为“恋之

奴仆”的存在,是因为复杂而残酷的土耳其现实需要的是既能承接古代文化传统、又能融合土耳其现代化大

势的新形象。 谢库瑞既是土耳其传统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又是土耳其现代理性精神的隐喻,她既代表过去,
又指向未来,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延展性的人物形象,她象征着帕慕克文化“杂合”理念。 小说结尾,谢库瑞

和黑过上了其乐融融的幸福生活,就是帕慕克对这一理念的象征性肯定。

3　 “房间”的“边界”:帕慕克杂合之思的开放性

从建构自己的“房间”到确立自己的“空间”,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认清自己在所有力量中的位置,
在守护好自己“房间”边界的同时,也要尊重对方“房间”的存在。 谢库瑞既有着对自己房间的坚守,也有着

突破这个“房间”的勇气和智慧,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她缺少对别人“房间”作为一种主体空间的尊重意识。
小说中谢库瑞为保护自己和孩子而利用黑的感情并害得黑险些丧命,她把别人“空间”的“有目的的合目的

性”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别人的存在成为她建构自己“房间”的工具。 她在被限制的空间中努力建构自己“房
间”的意识过于强烈,以至于在她已被“他者”化的世界里,别人的存在也同样成为她的“他者”,这是长期被

边缘化的“他者”反抗“中心主义”的本能反应,但却成为另一种自我“中心主义”。
 

一方面,这样的书写与帕慕克的童年经验相关。 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他的哥哥谢夫盖是他成长路上最

大的竞争者,也是他永远摆脱不掉的阴影。 在他的散文《兄弟之争》里,帕慕克不断提及他六到 10 岁之间经

常被他哥哥暴打之后的无奈和绝望,以及他和哥哥在母亲那里争宠的挫败感。 长大之后,他们俩一起读伊

席克中学,帕慕克的成绩永远没有哥哥的好。 1968 年他哥哥赴美留学,读的是耶鲁大学的本科,而此时的帕

慕克却对绘画非常痴迷,这在他父母看来是不务正业甚至是没有前途的(帕慕克,2007:277-284)。 同样的兄

弟关系也呈现在《红》中谢库瑞的两个儿子之间,就连他们的名字也各自对应着帕慕克和他哥哥的名字———
“奥尔罕”和“谢夫盖”。 在小说中,谢库瑞曾经非常严肃地问奥尔罕:“如果邪灵王国的苏丹出现,要赐给你

一个愿望,那么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奥尔罕马上回答:“我要谢夫盖不和我们在一起。”
 

(帕慕克,2006:105)
现实生活中,帕慕克也曾经对美国作家费尔南达·艾伯斯塔特谈及让他又爱又恨的哥哥:“这个他者的确是

存在的,他的存在比你自己更真切、更实在,连他的失败都显得更真实可信。 你爱他,同时也想杀死他。 竞

争、嫉妒、主宰和影响以及复仇,‘生活在欧洲边缘’的问题,还有在童年时代,我与比自己大一岁半的哥哥之

间的竞争,与此相关的种种至关重要而又不足挂齿的问题———这些通通都是我的核心主题。 我要摆脱‘脱
离中心’的感受,大声宣告:不,我才是中心!”(Eberstadt,

 

1997:34-35)但把小说当成作家自我经验的复制显

然是过于平面化的理解。 帕慕克的这种描写,实际上是对长期处于被限制状态的他者心态的一种共性描

摹。 这个“他者”既是谢库瑞,也是他自己,还是处在“欧洲边缘”的土耳其。
帕慕克曾说过:“他者可能变成‘我们’,我们也可以变成‘他者’。”

 

(帕慕克,2011:264)在小说《白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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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中他的这一观点也再一次被印证:《白色城堡》塑造了两个生活在不同地域中的同貌人———东方占卜师

霍加和西方威尼斯医师的形象,他们的精神发展也始终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以至于他们在

照镜子的时候都感觉对方就是自己,所以最后干脆互换了身份,奔向对方的世界。 这两个貌似对立实为相

互映照的形象,就是帕慕克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一种解读。 在此他试图说明:东西方文明本应该是文化的

一体两面,他们之间就应该像兄弟一样,看似是竞争关系,实应相互照应。 历史小说的书写只是为了借古讽

今,所以他对土耳其的过去与现在、对于世界文化中的东方与西方,是有自己的答案的,即他所说的“杂合”:
“我相信,杂合是新生活的模式”(Pamuk

 

et
 

al. ,2000:21)很多研究者认为帕慕克找到了解决土耳其现代文

化出路问题的良药,就是“文化杂合”(Cultural
 

Hybridity)①。 但是如何实现这种文化杂合,帕慕克却没有明

确的方案,他笔下传达的,也正是他在现实中看到的纷纭复杂的景象和内在的悖谬。
在帕慕克诸多的描述和书写中,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杂合”是指土耳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

也是东方文化(伊斯兰文化,可具体为土耳其文化)与西方文化(欧洲文化,也应该包括一脉相承的美国文

化)的融合,这是帕慕克的理想。 但是无论是帕慕克的小说,还是现实中的土耳其,“杂合”之路上表现出来

的更多的是“冲突”。 历史上的土耳其在奥斯曼帝国时代曾经盛极一时,但是随着近现代西方世界的崛起,
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落,其势力范围也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 1922 年凯末尔在土耳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

实行全面西化政策,以后的几十年其后继者们也大都沿着这一道路,并以加入欧盟为终极目标以期尽快融

入欧洲世界,努力获得欧洲化的身份认同。 但是,这种改革并没有在土耳其民族中形成一种统一的开放意

识,尤其如何正确看待西方的问题。 长期被他者化的激进的民族情绪最终左右了国内的局势,进而引发了

一系列的本土社会问题和矛盾。 而且帕慕克也因为倡导文化“杂合”,多次受到国内极端民族分子的生命威

胁而被迫避居海外。 因此,他曾用无限哀伤的笔调描述了现代土耳其在“杂合”之路上的尴尬与迷失:“帝国

时代多元种族文化的大伊斯坦布尔到此结束,城市停滞,掏空自己,成为单调、单语的黑白城镇。”(帕慕克,
2007:226)在小说《红》中,谢库瑞的父亲、引进西方透视画法的姨父大人被砍杀在血泊之中,便是这种情形

的象征性再现。 在帕慕克其他作品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如《雪》中传统的民族主义者与激进的世俗主义者在

雪城展开厮杀,诸多无辜者在军事政变中死去;《寂静的房子》中一代年轻人在东西方的纠葛中自相残杀等

等。 这些描写都透露出帕慕克对如何走出传统“房间”、进入不同主体共享空间的痛苦思考。
因此,谢库瑞的形象就是这种思考的具象化呈现。 在一个封闭的、被限制的空间中,她没有自己的“房

间”,但她并未放弃建构自己“房间”的信心和勇气;在这种内在信念的支撑下,她拥有了强大的突破这一限

定性空间的力量。 事实上,她用自己周密的计划既维护了夫家的体面,也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这就意味着她

在被限制的空间中成功地建构了一个自我的“房间”。 但是,她的这个目标的实现,却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

过将对方的“房间”他者化来完成的———这意味着一个新秩序完成的同时,也埋下了新的冲突的种子。 正如

现实中的土耳其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他们缺少的不是建构自我“房间”的能力,而是缺乏彼此的信任和

互相让渡部分权利的勇气,因此他们“空间”格局的合理分配协议就很难达成。 所以帕慕克只能在小说中一

次又一次地书写“呼愁”,书写帝国的斜阳和现代土耳其的不幸与不争。 帕慕克曾说过:“我想成为一座桥

梁,一座不属于任何大陆和文明的桥梁,它遗世而独立,欣赏着所有的文明。 这将是一种至高的荣耀。”
(Pamuk

 

et
 

al. ,
 

2002)他希望在同一个“空间”中能和谐地容纳东西方两个“灵魂”:“两个灵魂,这是我们的

共同未来……两个灵魂是件好事,这才是人类的存在本质……”(Pamuk,
 

2005:40)。 但很显然,这样的“杂
合”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他们缺乏双方通约的限度。 所以,帕慕克在完成了谢库瑞这一形象的塑造之后,也
留下了一个开放的对话空间,即如何建构一个平等的多“房间”对话的共享空间,这就需要在沟通中确立各

自房间的“边界”。 然而,土耳其的现实并没有告诉他这个边界在哪里。 所以,他也只能使谢库瑞这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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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部分观点可参见张虎. 论帕慕克小说《白色城堡》的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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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进入他者“房间”的门口。

4　 结语

其实,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又何尝不是一个建构“房间”、守护“空间”的过程呢? 人类社会每迈出一个

坚实的脚步,都是在不断地突破自我小“房间”、走向广阔大“空间”。 但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基础是先拥

有了族群生活,所以使群体生活中的个体在维护自我独立空间的同时,又不冒犯其他个体空间的边界,并能

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现共赢,这就成为一个群体和谐共存的基本要义。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帕慕克在

《红》中塑造的谢库瑞这一形象,不仅是在探讨男权世界的女性独立问题,也是在探讨东西方文化夹缝中的

土耳其的生存空间问题,甚至是在探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每一个个体,或者不同层面上的群体与他者的共

生共存问题。 帕慕克最为可贵的地方在于,无论阐释民族信仰还是描述文化冲突,他的关注点只有一个,那
就是“人”。 也正因为如此,《红》也必将和其他经典文学佳作一样,在世界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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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
Abstract:

 

Woolf,
 

an
 

English
 

writer,
 

believed
 

that
 

if
 

a
 

woman
 

wanted
 

to
 

be
 

truly
 

independent,
 

she
 

must
 

have
 

“a
 

room
 

of
 

her
 

own”.
 

In
 

My
 

Name
 

is
 

Red
 

of
 

Pamuk,
 

Shekure
 

is
 

a
 

woman
 

without
 

her
 

own
 

“room”.
 

She
 

has
 

been
 

trying
 

to
 

find
 

the
 

possibility
 

of
 

building
 

her
 

own
 

“room”,
 

but
 

in
 

the
 

process,
 

she
 

cann̓t
 

coexist
 

with
 

others’
 

room.
 

Pamuk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omen’s
 

“rooms”
 

and
 

women’s
 

living
 

space,
 

and
 

the
 

problem
 

of
 

coexistenc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he
 

metaphorize
 

Shekure
 

into
 

Turkey
 

which
 

lost
 

its
 

self-space
 

in
 

the
 

conversi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With
 

the
 

help
 

of
 

the
 

image
 

of
 

Shekure,
 

Pamuk
 

expresses
 

his
 

thoughts
 

on
 

the
 

existence
 

of
 

“ space”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e
 

dissolution
 

of
 

dualistic
 

opposit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ybrid”
 

idea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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